



与印度洋之咽喉 ,“西以苏门答腊为蔽 ,南以爪亚 (哇 )为屏 ,东以婆




























物航行往来于东南亚各大港埠。据估计 ,在 1820年前后 ,往来于东
南亚各地诸如暹罗、马六甲、爪哇、马尼拉以及越南等地进行贸易
的中国帆船约有 295艘 ,总吨位 85200吨。与此同时 ,在 1805至
1816年间 ,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事中英之间贸易的船只总吨位 ,最









① 田汝康: 《十七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
第 36页。
该地区的中国帆船。实际上 ,在 1819年莱佛士乘船驶抵新加坡时 ,
其随行人员当中就有不少中国商人和水手。 1820年 ,来自暹罗的








马来群岛中最大的货物集散中心。 据载 , 1824年 2艘来自中国的
帆船 ,总吨位为 852吨 ,装载了价值约 135000元 (西班牙银元 )的
货物驶抵新加坡。 1825年 ,又有 2艘来自中国的帆船 ,总吨位为







之外 ,还包括大量的各种日常生活用品。 1829年 8艘来自中国的
帆船驶抵新加坡 ,其中 3艘来自厦门 ,其余皆来自广州 ,这些船只
的载重量自 250吨至 400吨不等。来自厦门的货物主要是陶瓷器、
砖瓦、花岗岩石板、纸伞、粉条、干果、线香、纸钱、烟草 ,以及土布、
生丝之类 ,价值约为 3万至 6万元左右。来自广州的货物 ,除上述
各项之外 ,还有羽缎、缎子、樟脑、糖果及茶 ,土布有蓝绿黄三色 ,生
·83·
① 参见 H. H. Lind say: Report of P roceedin 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 ts of
Ch ina ( London , 1833) , pp. 13_ 15.
丝所占的比例亦较大。广州来的货物价值与厦门的货物大约相等。
1830— 1831年度 ,来自中国的帆船较之前一年度几乎增加了 1
倍 ,达 18艘之多。其中 ,来自广东口岸的帆船计 11艘 ,载重量为
100吨至 400吨。 它们的特征是船头部分用红色油漆 ,称为“红头
船”。来自厦门的帆船 2艘 ,一艘载重 300吨 ,另一艘 250吨 ,它们
叫作“青头船”。来自广东蕉岭者 2艘 ,每艘载重 200吨 ,亦为“红头
船”。 来自上海及浙江宁波附近者 2艘 ,一艘载重 500吨 ,另一艘
175吨 ,船头油漆绿色。来自饶平者 1艘 ,载重 200吨 ,亦为“红头
船”。这 18艘中国帆船的总吨位是 3713吨 ,所装载的货物价值共
计 218927元。①到 1835年 ,新加坡的对外贸易总额已达 1344236
元 ,其中 ,中国帆船与新加坡的贩运贸易额为 635415元 ,几乎占当
年新加坡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②在每年由中国帆船输往新加坡
的大量货物中 ,还包括 14万枚西班牙银元 ,这是新加坡开埠初期
使用了几十年的主要通货之一。③
　　在中国帆船输往新加坡的货物迅速增长的同时 ,新加坡输往
中国的货物也有大幅度的增加。 1839— 1840年度 ,新加坡对中国
的出口货物价值为 1499139元 ; 1840— 1841年度为 2892872元。
其中棉花增加了 2万包 ,纺织品增加了 5万件 ,本年度往来的帆船







④ R. M. Martin: China: Pol iti cal , Commercial and Social ( London , James Madd en,
1847) , p. 139.
约翰 . F.卡迪著、姚楠等译: 《东南亚的历史发展》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第
551页。
Wan lin - ken: " The Trade of Sin gapore , 1819— 1869 ", Journal of Malayan
B 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Vol.　　　Ⅲ , Part. 4, 1960, p. 106. (黄麟根:
《新加坡的贸易 , 1819— 1869年》 ,《皇家亚洲学会马来分会会刊 》第 33卷第 4部
分 , 1960年 ,第 106页 )
Joh n Phipps: Pract ical Trea ties on the China and Eastern Trade ( Calcu t ta, 1836) ,
pp. 281_ 282.
易活动亦深受其影响。 以中国帆船输往新加坡的大宗货物茶叶为
例 , 1843— 1844年度 ,输往新加坡的茶叶数量为 12万箱 ,到




茶叶。 因此 , 1845年后新加坡对英国的茶叶贸易不可避免地受到
极大的冲击而陷于衰落 ,到 1847— 1848年度 ,新加坡对英国的茶
叶出口已完全停顿。尽管如此 ,中国帆船对新加坡的贩运贸易活动
依然不遗余力。1853— 1854年度 ,驶抵新加坡的中国帆船多达 218
艘 ,到 1856— 1857年度仍维持此数量。步入 19世纪 60年代以后 ,
驶往新加坡的中国帆船数量逐年减少 , 1862— 1863年度为 134
艘 ,到 1865— 1866年度锐减为 30艘左右。值得注意的是 ,到 19世
纪 60年代 ,不少往来于中国与新加坡等地的中国帆船开始悬挂英
国的旗帜 ,以便继续从事其贩运贸易活动。 1867年 ,在进入厦门口
岸的 67艘英国帆船当中 ,“有 17艘为中国人所有 ,船主大多是本
地人并居住在厦门。他们的船只在槟榔屿或新加坡注册 ,雇用印度
水手 ,极少由英国人掌管。 根据新的章程 ,中国人被允许拥有国外
建造的船只”。②
表 1　新加坡与中国的贩运贸易 ( 1829— 1830年度至 1865— 1866年度 )
年度
中国帆船 西方帆船
船数 吨位 船数 吨位
1829— 1830 23 4835 111 67522
1832— 1833 20 3922 120 62946
·85·
①
② 《厦门海关 1867年度贸易报告》 ,转引自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
概况》 ,厦门鹭江出版社 1990年版 ,第 15— 16页。
参见田汝康《中国帆船与对外关系论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第 26页。
1835— 1836 35 5315 222 106605
1838— 1839 84 14588 87 18976
1841— 1842 247 30545 300 130396
1844— 1845 140 23457 335 158377
1847— 1848 136 25598 283 133775
1850— 1851 87 22308 394 163916
1853— 1854 218 31055 291 149844
1856— 1857 218 17537 532 270827
—— —— —— —— ——
1862— 1863 134 21495 417 186866
1865— 1866 30 4584 733 440156
资料来源:黄麟根: 《新加坡的贸易 , 1819— 1869年》 ,《皇家亚洲学会马来分会会刊》第
33卷第 4部分 , 1960年 ,第 122— 123页。
　　从表 1可以清楚地看出自 19世纪 40年代以后 ,相对西方横
帆船而言 ,中国帆船的总吨位明显地处于劣势。 如前所述 ,主要原
因是由于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 ( 1840— 1842年 )及第二次鸦片战










　　如表 1所示 ,在中国与新加坡的早期贸易往来中 ,西方横帆船
在船数与吨位上始终占有较大的优势。在英国人据有新加坡之前 ,
槟榔屿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马来群岛中距中国最近的一个据点。








　　所谓“港脚船” ( Country Ships)系指那些不属东印度公司 ,但
用该公司执照并在其总监督下航行于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英国船
只。①从 17世纪末叶直到 19世纪中叶蒸汽轮船出现以前 ,印度及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独揽对华贸易的最后 10年 ( 1824— 1834
年 )里 ,由于新加坡的开埠 ,使得从事港脚贸易的英国散商们以此
为据点来挑战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首先 ,在当时英国的
东方各殖民地中 ,新加坡是英国的散商从中国运送钱款货物回英































原船货物运往中国的执照。到 19世纪 20年代末 ,由于英国散商通
过新加坡将大量的英国棉织品输往中国 ,致使当时广州的棉花市
场出现滞销的状况 ,从而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利以极大的
危害。 1829年 6月 28日东印度公司委员会在一次会议的备忘录
中有如下记载: “广州当前的棉花市场几乎停滞 ,有几个 (中国的 )












②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 4、 5卷 ,第 199页。








丝的契约 ,每担 480元。由于英国散商竞相采购生丝 ,使得广州市
场上的生丝行情看涨 ,生丝成为当时英国商人最为抢手的货物。在
广州的英国散商磂地臣 ( James M atheson)同新加坡的波维司 ( J.
Purvis)和伦敦的格里孙· 梅尔维尔· 耐脱公司联合起来共同做
生丝的“投机生意”。① 1826至 1831年 ,英国船只由广州输出的生
丝数量从 2700多担增长至 6500多担 ,这其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
英国散商之手输出的。 生丝输出量的明显增长 ,表明了英国“自由




司所独揽 ,英国的散商一时无法染指。直到大约从 1831年起 ,在广
州的英国散商才开始用不属于英国的船只向欧洲各地诸如汉堡、
波尔多、里斯本等地运送中国茶叶。英国散商首次将中国茶叶输往
英国是在 1834年 5月经由新加坡转运的 ,此时东印度公司对华贸






② 黄麟根: 《新加坡的贸易 , 1819— 1869年》 ,《皇家亚洲学会马来分会会刊》第 33卷











　　据载 ,早在 1822年就有 2艘英国船只在新加坡卸下了 173箱
鸦片。① 1823年英国著名的鸦片贩子磂地臣在致加尔各答麦金吐
公司的一封信中建议: “鸦片的总货栈应设于马尼拉或新加坡 ,以
小而快的好船来向中国运货 ,每隔三四个月往销售最好的 (中国 )
沿海各地作定期的航行。”②于是 ,不久以后 ,一种专门运送鸦片的







来中国。 1833年 ,英国飞剪船“仙女号”从利物浦经由新加坡于 11




③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1卷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57年版 ,第 206— 207页。
《詹姆士· 磂地臣致加尔各答麦金吐公司函》 ( 1823年 9月 26日 ) ,引自《鸦片战争
前中英通商史》 ,第 113页。












的货物到中国去。 1844年 7月 ,有 4艘装载“海峡土产”的英国帆
船驶抵宁波港。不仅如此 ,在中国沿海各地也有一些较为精明的中
国商人发现雇用欧洲帆船运载货物更为安全和便宜 ,以厦门口岸





　　早在 1844年 ,一艘从厦门驶抵新加坡的英国帆船运载了 100
名中国乘客 ,这是日益增多的中国移民开始搭乘西方帆船驶抵新
加坡的标志。 1844至 1845年度 ,搭乘西方帆船驶抵新加坡的中国
移民为 1168人 ,约占当年度中国移民总数 10680人的 11% ;到
1853至 1854年度 ,搭乘西方帆船抵达新加坡的中国移民为 3411




③ 黄麟根: 《新加坡的贸易 , 1819— 1869年》 ,《皇家亚洲学会马来分会会刊》第 33卷
第 4部分 , 1960年 ,第 123— 124页。
《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第 188页。




陆国家的 ,同时 ,厦门口岸与海峡殖民地的大规模客运业务 ,几乎
完全由欧洲大陆国家的船只承担。①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 ,极大地缩短了东、西方海上航程 ,
越来越多的西方蒸汽轮船源源不断地通过苏伊士运河驶往东方海
域。蒸汽轮船的大量出现 ,以及其先进的航海技术 ,逐渐把帆船淘












生 (陈送 ) ,原先是在槟榔屿、马六甲及廖内群岛等地经商贸易的华





① 《厦门海关 1868年度贸易报告》 ,见《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第 27页。





前往新加坡及海峡殖民地谋生。到 19世纪 30年代 ,新加坡的华人
人口每年以 5000— 8000人的速度递增。据不完全统计 ,仅在东南
沿海地区 ,中国帆船每季度都要运载 800— 2000名华工前往新加




1832年访问过新加坡和海峡殖民地的英国人额尔 ( G. W. Earl)所














① G. W. Earl: The Eastern Seas: or Voyages an d Discoveries in the Indian Archipela-















来 ,于次年 5月方才北归。 在此期间 ,他们大多以寄宿的旅馆客店
作为其收集侨汇的据点。久而久之 ,一些专营收寄汇款的店铺便发








资源。 据统计 , 1821年新加坡的总人口为 4727人 ,其中华侨人口
为 1150人 ;到两年后的 1823年 ,华侨人口增至 3317人。① 1824
·95·
① V.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 ya ( London, 1948) , p. 70— 71.










(作者聂德宁 , 1960年生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副研究员 )
·96·
①
② C. W. Turnbul l: A History of S ingapore,1819— 1975 (Oxford , 1977) , p . 36.
参见姚楠《马来亚华侨经济概况》 ,南洋经济协进会 (南京 ) 1946年版 ,第 3页。
